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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力作于山”：生存空间拓展、水资源利用与清前中期
屯溪村落的空间分布演变（1693—1823）

卢 东 王开队

（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0039）

【摘 要】随着清前中期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人地关系亦日益紧张，新作物栽培技术的成熟和推广等，使得以农业耕

作为表征的地域开发更为深化，而生存空间的拓展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乡村聚落体系的空间分布变化。在人地矛盾

较为突出的形势下，徽州府屯溪周边的山地和丘陵间的大量水利设施随之修建，因而成为府域内人口迁移的重要方向，

由此改变了明代以来屯溪一带的村落空间分布格局。至道光时屯溪村落呈现出阶梯状的层级展开和条带状的分布态

势。从清前中期屯溪村落的空间分布演变过程来看，其演变趋向显示出较强的稳定性，因人口繁衍而产生的生存空间拓

展需求是村落空间分布演变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不同环境下的水利行为对村落空间形态及其分布也有着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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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 Joint Efforts to Develop Mountainous Areas：
the Expansion of Living Space, th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Evolution of Tunxi

Villages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Qing Dynasty（1693-1823）

LU Dong WANG Kai-dui

（Center for Hui Studie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economy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Qing Dynas-

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had become increasingly tense. Moeover,

the advancement of new crop cultivation techniques had promoted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characterized by

agricultural cultivation, and the expansion of agricultural areas had been to a certain extent, which caused a

change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rural settlement system.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contradiction be-

tween people an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 large number of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had been built in

the mountains and hills surrounding Tunxi, Huizhou Prefecture. As a result, it becam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Huizhou Prefecture, which change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villages in

Tunxi area since Ming Dynasty.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Daoguang, Tunxi Villages showed a ladder like

hierarchical expansion and strip-shaped distribution. From the process, the paper found the evolution trend

showed a strong stability, the demanding for living space expansion due to the population reproduction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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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the evolution of villages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the Water conservancy behaviors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also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spatial form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villages.

Key words: Tunxi；village；human-land relationship；water resource utilization；spatial distribution

清前中期大一统国家进一步巩固，国策的调整以及新作物栽培技术的成熟和推广等使得农耕经济

高度繁荣。在以农业为支柱产业的传统社会，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地区自然汇聚了大量人口，人口分布

的稠密相对而言也反映了地域开发和发展的差异,如江南地区、中原地区的人口密度较之他地为大①。

进一步来说，人口的增殖则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密集区的人口向稀疏区流动，这种流动倾向引起了人口

生存空间的扩展，可能会刺激和推动新一轮地域开发的进程。长期以来，山地丘陵广布的中国东南地

区，由于适宜规模化耕作的空间相对狭小，在人口持续繁衍增殖的情形下，除对外迁徙外，山区开发也往

往成为开拓生存空间的重要选项②，历史时期的徽州便是如此。宋元以降，徽州人多地少的矛盾不断凸

显，至明清时生产条件较好的屯溪盆地人口已高度饱和，人地矛盾则愈演愈烈③，除部分成年男子外出经

商外，对于大多数无法从事经商的民众而言，不断向山区进发以解决生计则成为这一时期徽州常见的现

象，而作为传统农业社会人类作用于地表的集中物化反映——乡村聚落，其空间分布演变是对这一过程

最直接的记录。

屯溪，位于传统徽州核心区域屯溪盆地的东南部，其主体地域为河谷盆地，周边分布着山地丘陵

等。汉晋以后，其境内由于篁墩的存在，是传统徽州移民迁入的主要集散地，至明清后因水运便捷，一跃

成为徽州境内最为重要的物流码头，因而在历史时期徽州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当然，其也因此成为探讨移民背景下南中国区域社会变迁的重要区域，譬如著名学者唐力行等早在20

世纪90年代就提出“以屯溪盆地为中心的环状”徽州地域开发理论模型④，并认为其对于阐释徽州地域

空间的演进有着重要启发意义，是“徽州学的基础工程之一”⑤，不过，此后学界于此少有讨论。那么，随

着清前中期人地矛盾的进一步加剧⑥，作为传统徽州核心区域的屯溪一带其历史景象是怎样的呢？我们

不妨以这一时期屯溪境内村落的空间分布演变来窥探一二，以期能够深化对历史时期徽州区域社会发

展尤其是人地关系演变的认知，不当之处，尚祈正之。

一、清代屯溪村落发展的历史基础

屯溪在不同语境下指代有所不同，作为地名泛称，其内涵比较宽泛，既可以为建制屯溪区内的城乡

①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21页。

②关于历史时期南方山区开发请参阅陈桥驿：《历史上浙江省的山地垦殖与山林破坏》，《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4

期；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5年第4期；傅衣凌、杨国桢：《明清福建社会与

乡村经济》，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荷兰］爱德华·费梅尔：《清代大巴山区山地开发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

丛》1991年第2期；张芳：《明代南方山区的水利发展与农业生产》，《农业考古》1997年第1期；张建民：《明清长江

流域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以秦巴山区为中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鲁西奇、董勤：《南方山区经济

开发的历史进程与空间展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4期等。

③赵赟、满志敏、葛全胜：《徽州地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分析（1500—1900）》，《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④唐力行等通过对人口、村庄的计量分析，认为徽州歙县、休宁和绩溪三县区域发展的核心区为屯溪盆地，过渡环状

地带主要为低山丘陵，边缘环状地带则为高山和丘陵。见唐力行、［美］凯瑟·海泽顿：《明清徽州地理、人口探微》，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

⑤唐力行：《徽州宗族研究概述》，《安徽史学》2003年第2期。

⑥徐国利：《明清徽州人地矛盾问题再研究》，《史学集刊》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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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又可以指现今屯溪城市建成区，还可以特指屯溪老街。故有必要对本文中“屯溪村落”概念做一个

基本的阐释。屯溪作为政区，是“历史的现象”“历史的产物”，“是前代的承袭或变革”①，现今其政区范围

应有“历史上的屯溪地域”与之对应，我们可以概称之为“屯溪地区”，在不同时间断面下这一地域范围有

所差别。

清代屯溪地区大致与明清时期休宁县黎阳东乡、黎阳西乡、由山东乡、由山西乡的地域范围相当，乡

下各有数都、图。按其方位和所处的地形地貌，大致可分为河谷盆地、低山丘陵和高丘陵群三种类型②。

其中，黎阳西乡十四都、黎阳东乡的十六都和二十一都等大部为位于屯溪中东部的河谷盆地；由山西乡

的二十三都、由山东乡的十八都和二十二都等，位于河谷盆地较为狭小处，多为低山丘陵挤压，其余各都

多处于低山丘陵地带，屯溪北部的十五都则主要位于高丘陵群。严格来说，清前中期该区域内并无城市

聚落，所有聚落均为村落③。要之，本文之“屯溪村落”指的是特定地域内的村落集合，即“清前中期屯溪

地域范围内的村落集合”，简称“屯溪村落”，并非是专指“屯溪村”。当然，清代屯溪村落的发展必然是建

立在明代基础之上的，故有必要对明代屯溪村落的发展情况做一个简要的论述。

明代屯溪地区隶属南直徽州府休宁县。明初休宁县设置十二乡，编户一百六十里④，里又为编制黄

册的基础单位，每一里编制一册并在册的首页以一图总括之⑤，故“里”和“图”大致相通。按明制里（图）

按相对均等原则以户为基准单位进行划分，一里编有110户⑥，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人口数量，进而反

映出村落规模⑦。图是纳税单位，官修地方志书对其记载较为详细，而万历《休宁县志》（万历三十五年，

1607）所记的图数一直为后世地方志沿袭，因此图只能相对准确地反映万历时屯溪地区的人口规模。与

万历《休宁县志》刊刻时间较为接近的地志文书《休宁名族志》⑧，刊印于天启六年⑨（1626），是书对彼时屯

溪村落的记载更为详细，这是因为“新安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⑩，而《休宁名族志》“凡大姓聚居

者”无不记载，大体反映明代屯溪村落发展之概貌。两部志书恰可相互比对（见表1）。
表1 《休宁名族志》记载的乡都村落表

《休宁名族志》记载的乡都村落

乡

黎阳

西乡

都

十四都

村

石砘、居安、藻阁里、隐冲、竹林、北楼、北村、约山、佘家坞、梅林、潜阜、

厚村、方山石门

村数

13

万历《休宁县
志》村图计数

村数

11

图数

11

①周振鹤、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 先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②有必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指的河谷盆地主要是特指在皖南万山之中受河流冲积作用而形成的具有些许平原特征

的“平地”，事实上受于山地、丘陵切割，这些河谷盆地面积较小且分布相对零散。而较为成片面积较大的即为屯

溪盆地。参见屯溪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屯溪市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40-41页。

③屯溪在明中叶后逐渐成为徽州的中心市镇之一，但与近现代城市概念相去甚远，大致在20世纪30年代屯溪方可

称之为城市。关于市镇、城市、城镇等概念的比较和辨析，参见成一农：《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1949—

201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50-56页。

④［明］程敏政：《休宁志》，北京图书馆图书出版编辑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29，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

第469页。

⑤《明太祖实录》卷第一百三十五，洪武十四年正月，第2143-2144页。

⑥周绍泉：《徽州文书所见明末清初的粮长、里长和老人》，《中国史研究》1998第1期。

⑦人口是村落规模的主要评价标准，陈芳慧：《村落地理学》，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第2页。

⑧本文使用的版本是安徽省图书馆所藏的影印本。［明］曹嗣轩：《休宁名族志》，禹成华编：《徽州名族志（下）》，全国

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年。

⑨朱开忠：《徽州名族志影印前言》，禹成华编：《徽州名族志》，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2003年，第3-6页。

⑩张海鹏、王廷元：《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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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阳

东乡

由山

东乡

由山

西乡

合计

十五都

十六都

二十一都

十八都

二十二都

二十三都

十七都

二十四都

二十五都

-

新屯、资口、仙林

率口、溪东、屯溪、黄石、沙园、率东、草市、坑口、塘尾、朱塘

泰塘、藏溪、兖山、榆村、富昨、占田

隆阜、博村、油潭、高枧、唐田、奕淇、黎阳、闵口、萝山、珠里、水泾垹

雁塘、汪塘干、洋湖

商山、砂田、孙田、新渡、吾田

流塘、蟾溪、安岐、易村、查塘、瑶干、林塘、合干、江村、山头、水坑口

石佛、古塘、汪関、浮潭、月潭、里坞、黄村、霞阜、洪家山、星洲

西干、钟泽、环谷、溪头、洪方、会里、朱村、瑶溪

-

3

9

7

11

3

5

11

10

8

80

2

9

5

7

4

4

8

8

7

65

6

8

5

12

8

9

7

7

7

80

续表1

资料来源：《休宁名族志》，万历《休宁县志》卷1《隅都》。

《休宁名族志》共记载屯溪地区相关村落80个，而万历《休宁县志》共记村落65、图80①。二志所载村

落较为重合的多位于河谷盆地，如十六都、二十一都之下的村落；差异较大的村落多处于山丘地带，多在

十七都、十八都、二十四都等之下。从万历《休宁县志》中图的计量来看，其图数约占休宁县总图数三分

之一强。处于河谷盆地的十六都等图数相对较少，而位于屯溪中西部低山丘陵地带的十八都等村少图

多的现象十分明显，可见后者的单位村落规模相对较大。从宗族迁徙繁衍的时空路径来看，山丘地带的

村落多为后发之村，以程氏宗族为例，早在宋代，程氏便在河谷盆地的中心位置——率口，聚居繁衍②，而

程氏在屯溪西部的发展则晚许多。蟾溪村的程氏直至正统年间方才“发轫为后进”③；合干村的程氏“出

忠壮公之后”且世系、宗谱详备，但其族人直至嘉靖年间方才以孝而闻名乡里④。再如汪祁，该支程姓为

程元谭之后，约南宋中期迁居于此，子孙多有贤达为官者且时间上较蟾溪、合干二村较早⑤，应该是屯溪

西部比较有影响力的程姓支族。总之，从宗族聚居发展情况来看，虽然部分宗族迁入山丘地带的时间比

较早，但真正能够做到“达于乡里”多是在明代中前期，所以基本可以推断屯溪山丘村落有所发展的时段

集中在明代，而河谷地带的村落相对而言则早于之。

两部志书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明代屯溪村落的差异分布，河谷盆地的村落发展较早且数量相对较多，

而低山丘陵地带的村落则是后发之村，村落数量相对较少，分布较为稀疏。但从图数来看，两种地形村

落的人口规模大致相当，甚至低山丘陵的村落单位人口更多，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明后期山丘地带已有相

当程度的人口集聚。

二、清前中期屯溪的人口增长与水利开发

明代屯溪村落呈现出密于河谷疏于山丘的空间分布态势，而明清鼎革后，清政府逐步稳固政权，社

会经济迅速恢复。相对安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为人口长时期的稳定增长提供了有利条件，而由此积累的

庞大人口数量，“形成了区域人口生存的压力和人口的危机”⑥。屯溪地区亦如是景，人地矛盾更为尖锐，

①［明］李乔岱撰修：《休宁县志》，卷1《隅都》，明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②《率口程氏续编本宗谱》，隆庆三年（1569）刻本，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藏。

③［明］曹嗣轩：《休宁名族志》，禹成华编：《徽州名族志（下）》，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年，第787页。

④［明］曹嗣轩：《休宁名族志》，禹成华编：《徽州名族志（下）》，第789页。

⑤［明］曹嗣轩：《休宁名族志》，禹成华编：《徽州名族志（下）》，第790页。

⑥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第8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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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空间的紧张促使人口向山区等人口分布稀疏地带迁移，然“谷非农不生，农非水利不殖”①，山区水资

源的紧张及其不均衡分布制约着区域规模化开发，水利由是成为屯溪山区深度开发的重要基础和表征。

（一）清前中期屯溪人口的迅速增长——来自宗族祠堂的佐证

清前中期休宁县共修成两部《休宁县志》，一部成书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下称康熙县志），另一部

则是道光三年（1823，下称道光县志）编修，二部志书跨度约130年，其中记载了大量的人口数据，大致勾

勒出了这一时段人口的变迁轨迹。明洪武四年（1371）休宁县“户三万九百八十五，口一十五万四千二百

九十五”，经明代近三百年的增长，至崇祯十五年（1642），休宁“户四万三千九百九十一，口一十七万九千

七百一十九”②，共增13006户、25424口。清代人口统计单位异于明代之“户口”为“丁口”，康熙三十二年

（1693）休宁不过六万五千余丁③，据相关研究，至嘉庆末休宁县已有五十八万五千余丁④。以万历时屯溪

地区与休宁全县图数比例——1∶3推算，明初屯溪地区约有万余户，五万余口，明末约万四千余户，近六

万口，年均增近15户，37口。康熙时屯溪有丁2万余，嘉庆末年有丁12万多，130年间近乎于六倍增长，

年均增长近77丁，不论是增速还是增量，清前中期数据比明代均高出许多⑤。

在“自古皆聚族而居，故举隅都以知氏族，即知氏族以识户口”⑥的徽州，特别是明清时期，大族、望族

与村落之间形成一定的结构关系⑦，某种程度上，徽州村落亦为宗族社会在地表空间的映射。进而言之，

“村落家构祖祠，岁时合族以祭”“宗有谱，族有祠”⑧，祠堂作为宗族繁衍变迁的重要见证和宗族社会中最

基本的要素之一，是徽州村落的核心组成部分。祠堂之制始于《朱子家礼》，因为古代宗庙祭祀制度“不

见于经”，而且至宋代祭祀制度多用“俗礼”，故朱熹将立于家族或家庭之中的祭祀场所称之为“祠堂”⑨。

祠堂的兴建与维修要花费宗族一定的物力财力，是宗族兴盛与否的重要象征，因而基本可以认定，凡能

修建出祠堂则表明该段时间内其宗族实力尚可，而宗族的兴旺与否又与宗族人口的多寡有着密切关联，

故祠堂变迁折射出屯溪地区人口增长和流动的某些特征。

据道光县志的记载，此时屯溪地区的祠堂数量共计65个，其修建时间最早为五代时期，相对集中于

明中后期。就本文研究时段作大致区分，将康熙时已建有的祠堂定义为旧有祠堂，计为38座，而建于康

熙至道光年间的27座则为新建祠堂。为简明阐述，根据道光《休宁县志》等相关记载整理如下（见表2）。

表2 道光《休宁县志》中宗祠统计表

乡

黎阳西乡

黎阳东乡

都

十四都

十五都

十六都

二十一都

至康熙时已建

5

1

6

5

康熙—道光新建

2

2

2

0

①［清］何应松撰修：《道光休宁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4页。

②［清］廖腾煃修、汪晋徵撰：《休宁县志》，《中国方志丛书》第90号，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357-362页。

③［清］廖腾煃修、汪晋徵撰：《休宁县志》，《中国方志丛书》第90号，第383-384页。

④凌翠萍：《徽州地区历史人口数据集成与考释》，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⑤本文仅据研究之主体材料——休宁地方志中的人口数据大致论述屯溪地区的人口变迁趋势，其具体人口数据参

见［美］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葛剑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曹树

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凌翠萍：《徽州地区历史人口数据集成与考释》，上海

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等。

⑥［清］凌应秋撰，邵宝振校注：《沙溪集略》，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22页。

⑦唐力行：《徽州宗族社会》，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6页。

⑧［民国］许承尧撰，李明回等点校：《歙事闲谭》，黄山书社，2001年，第605页。

⑨解光宇：《朱子〈家礼〉中的祠堂及其意义》，《朱子学刊》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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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山东乡

由山西乡

合计

十八都

二十二都

二十三都

十七都

二十四都

二十五都

8

2

3

3

4

1

38

3

7

3

3

1

4

27

续表2

资料来源：道光《休宁县志》卷20《祠堂》。

从新旧祠堂比例来看，南唐至康熙时近八百年时间所建祠堂约占58%，而清前中期新建祠堂约为

42%，足见屯溪地区宗族组织在该时期繁衍发展势头十分迅猛。为简明呈现各都新旧宗祠的对比，据上

表数据绘制下图：

图1 清前中期屯溪地区各都新旧宗祠对比图

就各都新旧祠堂的具体比例来说，十四都、十六都、二十一都等位于河谷盆地，新祠堂数量较少；十

五都、十七都、二十二都、二十三都、二十五都等多为山丘地形，其新祠堂数量较多，占比较高；而十八都、

二十四都等与位于河谷盆地的各都情形大致相同，这是因为率水、横江等大溪流经这些都，都内沿溪河

谷亦为宗族聚居的集中区域，故其祠堂变迁与十四都等相若。

总之，康熙至道光时期新建祠堂数量较多，几为总数之半，其分布集中于十五都、十七都等山丘地

带，表明该地的宗族实力在清前中期有着极大的提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地区人口的增长。“新安之民

皆聚族而处，其在邑者十之一，其在乡者十之九”①，以乡村聚居为主要聚落形态的徽州，在土地资源难有

加增的情况下，清前中期屯溪人地矛盾的尖锐亦是空前的，故徽人不得不“并力作于山”②。但山丘地区

生产异常艰辛，“其田尽累十数级，不能为一亩，虽勤用其力，计其所收仅能饷给其半”③，而之所以能在山

区进行农耕作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二）康熙、道光时期水资源开发和利用

正所谓“生齿日繁，生计日隘”④，生产条件比较优渥的河谷盆地生存空间不断被缩小，人口不得不向

山地丘陵等地段迁徙。就屯溪地区而言，水势利下，河谷盆地自得其利，而周边的山地丘陵相对而言难

得水利，修建水利设施成为山区缓解水资源压力和改善生产环境的重要措施，由此，水利设施也成为山

①［清］丁廷楗修，赵吉士撰：《徽州府志》，《中国方志丛书》第237号，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第306页。

②［清］黄应昀等篡修：《婺源县志》，卷四《风俗》，道光六年（1626）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③［清］何应松撰修：《道光休宁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7页。

④［清］何应松撰修：《道光休宁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2，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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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区域开发的重要标尺。

聚落的选择通常会考虑到水源关系，“水口”也是徽州村落环境的重要象征和标志①。新安江及其

支流沿岸河谷往往相对平坦，在自然水体上修建水利设施通常规模大、效用高，生活取水亦相对便捷，显

然大溪两岸是相对理想的聚居点，明代屯溪地区村落分布亦在此较为密集。屯溪域内也分布着一些潭、

湖等水域，但更多的是带有明显人工修建色彩的“塘”，塘的名称与村落亦有相当关联，如十四都的程子

塘、十六都的朱塘、十七都的林塘、二十一都的泰塘等，均有与之相邻相应的同名村落。此外，油潭、阳湖

等并非单独水体，而是因新安江水势较大以致“涌现如湖”②，亦有村落与之对应。“宋淳熙间休宁有塘五

百一十处”③，明弘治《休宁县志》却仅记塘八处④，而清代两部县志对水利的记述要详细很多，为简明体现

康熙至道光年间水利设施数量及其效用变化，按相关记载对水利设施等要素进行定量分析（见表3）。

表3 清前中期屯溪地区水利设施及其效用对比表

乡

黎阳

西乡

黎阳

东乡

由山

东乡

由山

西乡

都

十四都

十五都

合计

十六都

二十一都

合计

十八都

二十二都

二十三都

合计

十七都

二十四都

二十五都

合计

康熙

设施数量

18

5

23

12

30

42

27

12

12

51

27

12

27

66

溉田亩数

2413

370

2783

1545

3119

4664

840

899

5615

7354

643

1034

886

2563

平均溉田

134.1

74

121

128.8

104

111.5

31.11

74.92

467.92

144.2

23.81

86.17

32.81

38.83

道光

设施数量

20

4

24

16

30

46

27

13

11

51

28

14

27

69

溉田亩数

2803

316

3119

1800

3863

5663

1681

949

4713

7343

1242

1311

989

3542

平均溉田

140.15

79

129.95

112.5

128.77

123.11

62.26

79.08

428.45

143.98

44.36

93.64

36.63

51.33

数据变量

设施+2，田亩+390，

均值+6.05

设施-1，田亩-54，均值+5

设施+1，田亩+336，均值+8.95

设施+4，田亩+255，均值-16.3

设施+0，田亩+744，

均值+24.77

设施+4，田亩+999，

均值+11.61

设施+7，田亩+841，

均值+31.15

设施-1，田亩50，均值+4.16

设施-1，田亩-902，

均值-39.47

设施+0，田亩-11，均值-0.22

设施+1，田亩+599，

均值+20.55

设施+2，田亩+277，均值7.47

设施+0，田亩+103，均值+3.82

设施+3，田亩+979，均值+12.5

资料来源：康熙《休宁县志》卷3《塘堰》、道光《休宁县志》卷4《灌溉》。

从康熙县志和道光县志的记载来看，两个时代屯溪乡都的水利设施数量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均是由

山西乡最多，由山东乡次之，黎阳东乡为三，黎阳西乡为末，十七都、十八都、二十五都设施数量较多，十

①殷永达：《论徽州传统村落水口模式及文化内涵》，《东南文化》1991年第2期。

②［明］何东序、汪尚宁：《徽州府志》，北京图书馆图书出版编辑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29，书目文献出版社，

2000年，第52-53页。

③［明］汪舜民：《徽州府志》卷2《地理二·食货一·水利》，《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明弘治十五年（1502）刻本影印本。

④［明］程敏政：《休宁志》，北京图书馆图书出版编辑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29，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

第4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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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都数量最少，其余各都相差不大。再看水利设施的溉田面积，由山东乡最多，黎阳东乡次之，黎阳西

乡、由山西乡最少，其中，二十三都的水利设施溉田面积最大，几为数乡之和，二十一都、十四都等皆次之

但也有2000亩以上。就平均溉田面积而言，由山西乡最小，甚至不及各乡之半。从两朝设施数量、溉田

面积及其均值的变量来看，增幅以黎阳东乡和由山西乡最大，水利设施增加数个，溉田面积均增加近千

亩，平均溉田面积增加了11亩多，黎阳西乡小有增加，基本持平，只有由山东乡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细

察各都的变量，以十八都增量最多，水利设施增加7个，溉田面积增加800余亩，均值增加20余亩；十七

都、二十一都、十四都、二十四都和二十五都等增量亦较大，设施有所增加，溉田面积均增加百亩以上，均

值增加了5亩以上；而二十三都则呈现出相反的势头，尤其是溉田面积减少近千亩，均值也有所下降，其

余各都小有增加，增幅不大。二十三都水资源利用呈现下降趋势，很可能是因为该地开发已经饱和，不

再适于种植业的开发所致，毕竟率水沿岸多为山丘地带，其地河谷盆地面积较为有限，可作大规模耕种

的平地并不充裕。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相对明显地看出水资源利用的地域差别。彼时徽州水利设施主要可分为坝、

堤、堨、塘、射等，“凡叠石累土截流以缓之者曰坝；障流而止之者曰堤；决而导之，折而赴之，疏而泄之曰

堨；潴而蓄之曰塘；御其冲而分杀之曰射”①。清代两部县志所记屯溪地区的水利设施主要为堨和塘，堨

既截流拦水、抬高水位，又将潴蓄之水引入田中，具有节省人力、灌溉面积广等优点②。如黎阳西乡十四

都的陈公堨灌溉横江北岸“石砘、潜阜、竹林、梅林”等村田地1900余亩，其对岸的千秋堨则灌溉南岸“林

塘、源塘、后塘、叶祈、珠里、隆阜”等诸多村落田地40多顷，由山东乡二十三都的前坑堨溉田面积多达

2230亩③。但堨的修建难度亦相对较大，虽然屯溪地区的横江、新安江河段水流平缓、水源充沛，但修筑

堨依然有着诸多困难，一般民间力量很难完成，多由宋元时代休宁县令调动宗族等社会资源修筑而成，

如位于屯溪盆地横江水域的陈公堨，“宋熙宁间知县陈时所开，因名焉”，再如陈公堨上游位于休宁县安

乐乡的东干堨，为“（元元贞时）知县陈发开渠”④，可见宋元时代堨等较大水利设施的兴建多以休宁官方

作为主导力量。

至明清时，东干堨、陈公堨以及千秋堨等所处的横江水段，虽然水流相对平缓，但“深潭低岸”，水量

较大而堤岸缓平，长此以往江水“渐无束缚”，以致东干堨等“倾圮而无存”，陈公堨及千秋堨也免不了“废

圮”仅存“灌渠旧迹”的结局⑤，其修缮“往往费大而中阻”⑥。而由于徽州地方宗族力量的日益壮大，这一

时期修筑、维护水利设施的主要责任则转由徽州宗族群体承担，这些宗族也由此取得了水利设施的主导

权。地方文献于此多有记载，如明初隆阜戴尚清率众修筑千秋堨，并“奏奉户部勘合，子孙世为堨长葺

之”；“天顺八年（1464）休宁县令委汪世宁为堨长，筑兖山堨”⑦；弘治时二十二都雁塘人“吴存浩、存威，捐

赀伐石，重筑巴潭堨”⑧；延至清初，“汝吉汪先生”力主修筑东干堨，“独肩其责，鸠工伐石，不一载而复还

旧观，计费万二千金有奇”⑨；清中期还有“上资人汪先伊，字五就”，发现其村“溪岸坏”，便“筑坚堤，易土

①［民国］许承尧：《歙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8页。

②吴媛媛：《明清时期徽州民间水利组织与地域社会——以歙县西乡昌堨、吕堨为例》，《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13年第2期。

③［清］何应松撰修：道光《休宁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6-78页。

④［明］程敏政：《休宁志》，北京图书馆图书出版编辑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29，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

第491页。

⑤［清］何应松撰修：道光《休宁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6页。

⑥［清］何应松撰修：道光《休宁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2，第602页。

⑦［清］沈葆桢总裁，何绍基等纂：《光绪安徽通志》卷68《河渠志·水利治绩》。

⑧［明］汪舜民：《徽州府志》卷2《地理二·食货一·水利》，《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明弘治十五年（1502）刻本影印本。

⑨［清］何应松撰修：道光《休宁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2，第6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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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石，计二里许，乡闾为树碑立祠，曰五就公堤”①等。宗族修筑水利设施的行为亦因此得到了徽州地方

社会的普遍赞扬，“其水利所及，下焉饱其家族，中焉惠其乡里，上焉给其国用”②。这种行为不仅彰显了

宗族实力、提高了宗族声望、增强了宗族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还满足了一定的现实生产、生活需求。

细察横江河谷地带隆阜戴氏宗族的公共水利事务活动，除戴尚清率众筑千秋堨外，还有着诸多事

例，如嘉靖间戴景全“慕义好施，建梁缮亭甚多，本村千秋桥弘治独立”，戴广宪“任侠多豪举，倾重赀倡建

屯溪石桥”③，万历时戴文耀“独修本村大路直至屯溪”，亦有族人主导再修镇海桥并筑亭其上④。延至清

代，戴纯恩看到“本村石堨颓圮”，以中产之资“独立营造，自博村以下田亩皆赖灌溉”⑤；十六都的朱塘原

为两山之间的潴水之低地，常有洪害，乾隆时戴震设计出“塘窨”（放水竖涵），并砌石坝高3丈、长12丈9

尺、宽6丈6尺，以此阻水，坝下开水沟，并依托涵管建水闸⑥，旱则蓄水洪则放水，趋利祛害，道光县志赞

之可“溉田二千余亩”“每亩可得水五次”⑦。由此可见，戴氏宗族围绕“横江水域”的公共水利活动事项既

多且持续时间较长，显示出了其宗族在沿溪河谷地带地域开发过程中对于水源的重视。由此戴氏宗族

也取得了地方水利资源的主导权，其日益兴盛或与此亦紧密相关，戴氏在明初便已分出十三门，之后各

门持续发展，宗族规模日益壮大⑧，与此同时，这对其聚居村落的空间分布形态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与堨相比，塘作为蓄水之洼地，溉田面积比之于堨往往较小，灌溉效用相对较低。但塘也有其自身

优势，其对于自然水体如河流的依赖相对较低，即便在江河水域覆盖不及的山丘地带，也存在具有一定

储水功能的山沟谷地等天然洼地，因此塘的开凿建设相对简便，修筑成本和工程量较小，故而明清时徽

州民众因需开塘较为普遍，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祁门十四都二图溶源叶氏便请匠人立约开塘：⑨

清乾隆四十五年四月江右熊应时立承做水塘约

立承约人江右熊应时：今承到冯叶二姓名下，土名石际坞口水塘一所。三面言定，是身承

去，自工自食，面定工食银二两正。包过三年，不卸不漏，如有卸漏，自工自食重修赔还，不得异

说。银当即付一月，仍一月到八月找足。自承之后，二各无悔，如悔者将罚银三钱，工用仍依此

约为准。今欲有凭，立此承约存照。

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廿日立承约人 熊应时

代笔中 汪鸣青

从文书内容来看，开筑塘堰已成为一类专门的“技术工种”，充分显示出当时徽州民间开塘具有一定的普

遍性和较强的自主性。由于开塘的花费均由自身承担，故而塘的财产性和私有性比较明显，在此基础上

其产权亦较为清晰，以至于其亦需课税，在产权流转时还需缴纳契税，如嘉庆九年（1804）五月，休宁县二

十都四图程恺庭,便立契将田、塘卖与同都九图的张德圣：⑩

①［清］何应松撰修：道光《休宁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2，第389页 。

②［明］程敏政：《休宁志》，北京图书馆图书出版编辑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29，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

第567页。

③［明］戴尧天修：《隆阜戴氏族谱》卷1《懿行录》，崇祯五年（1632）刻印，国家图书馆藏。

④［民国］《隆阜戴氏荆墩门家谱》，民国二十三年(1934)戴延礼钞本，国家图书馆藏。

⑤［清］何应松撰修：道光《休宁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2，第366页。

⑥黄山市屯溪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黄山市屯溪区志》，方志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406页。

⑦［清］何应松撰修：道光《休宁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2，第82页。

⑧郑晓春：《明代休宁隆阜戴氏荆墩门的派分、建构及生活——以一则正统十一年商人家庭阄书为线索》，《古代文

明》2016年第4期。

⑨刘伯山编著：《徽州文书第六辑》（第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7页。

⑩刘伯山编著：《徽州文书第五辑》（第1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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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九年五月二十都四图程恺庭立杜卖田塘赤契

二十都四图立杜卖契人程恺庭：今因正用，自愿将土名古井巷合业田，业两坵，本家合得分

法，原租玖秤，实硬租四秤半，计田税一亩一分一厘一毫，系伏字贰千捌佰贰拾号。又将土名仝

塘，税壹分玖厘贰毫四丝，仝字仝号四至照依鳞册管业。今凭中立契出卖与同都九图张德圣名

下为业，当日三面议定，时值价九五色银拾贰两整，其银当日此即一并收足，其田并塘即交与受

买人管业、牧苗、受税、办粮无异。所有税粮在本图五甲程益伟户内，即行起推入于同都九图八

甲程士远户内，办纳粮差无辞。其田及塘如有内外人言，以及来历不明、重复交易等情，尽是出

卖人承值，不涉受买人之事。今欲有凭，立此杜卖契久远存照。

嘉庆九年五月 日 立杜卖人 程恺庭

凭中 朱立

依书 程仲舒

在程恺庭的“卖田契”文中，塘与田几乎别无二致，均需登记在鱼鳞册中以“管业、受税”，并在其产权流转

时需注明税额，且该契为“立杜卖契”，即断卖契，可见塘产主对塘可全权处置。由以上案例基本可以推

断，明清时期徽州塘的开凿难度和成本相对较小，其修凿、管理一般相对自主，并且塘产与田产有着诸多

相同之处，边界清楚产权明确并需课税，可传子孙亦可流转。

正因为塘的上述特性，山丘地带的水利开发犹重视塘的修筑。如在许氏宗族聚居的二十四都孚潭

村，其位于率水北岸，虽有率水过境，但低山丘陵广布，河谷面积较小，地形水文环境与隆阜大不相同。

而当有限的河谷开发殆尽时，自然水体难以覆盖的区域无法建堨，那么塘即成为修建水利设施的主要选

项。在乾隆年间编修的村志——《孚潭志》中，共记载了村内“含塘、石塘”等12处塘堰，其数较为可观。

不过，其中却几乎未提及许氏族人开筑和管理塘的活动。反观《孚潭志》对许氏宗族其它公共事务的记

载则不在少数，如“许琛，字思泽，邻村霞堡有朱都者，恃其膂力横行不法”，“公设法除之，宗祠奉祀至今

不替，以报德焉”；“许机，字伯权，让兄产、建宗祠，不吝千金”；“许苗，字子实，捐资购石莲山，筑大士阁”①

等。而之所以不载许氏宗族筑塘、修塘的相关活动，很可能是由于修建塘等水利设施大多依靠个体力

量，无需宗族集体力量的参与，故而无需入志。至于塘与孚潭一地的地域开发，我们可从塘田的相关记

载窥得一斑，在《孚潭志》中，塘多与田对应，如“含塘”与“含塘下田”、“石塘”与“石塘下田”等，进一步统

计《孚潭志》中的田亩面积，其标明面积的田共有28处约481亩，其中“塘田、源田”有10处约300余亩②，塘
田占比很高，这充分说明孚潭一地开塘的主要目的就是垦辟田地。由此我们可以想见，明清时期屯溪地区

山丘地带开塘蓄水为水利开发的主要模式，依塘耕作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形式，其塘的数量应是十分庞大

的，而联系紧密的塘与田作为村落生产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于村落空间形态也具有重要影响。

清前中期屯溪区域内的水利设施数量及其效用差异显示出不同地形之间生产条件的较大差距，体

现出地理环境对地域开发的重要影响。水利设施数量、溉田面积的增加与村庄数、人口数量的增长是山

丘地带持续开发、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一体两面。一方面，随着人口的增加、村落的增多致使对土地的

需求不断加大；另一方面，水利设施的完善以及开垦面积的增加既是这种需求的体现，又成为村庄、人口

数量增长的前提和保障。

三、清代前中期屯溪村落的空间分布态势

清前中期屯溪地区人口增长较快、增量较大，推动了盆地周边山区的持续开发，水利设施的修建即

①［清］许显祖：《孚潭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27，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第275-276页。

②［清］许显祖：《孚潭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27，第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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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重要的表征和基础，由此引起的生存空间的拓展，改变了自明代以来屯溪村落的分布态势，村落发

展呈现出新的特征。清代康熙、道光《休宁县志》对于乡都之下的村落记述较为详细，我们能够据此大致

复原清前中期屯溪地区的村落分布和变迁情况。康熙县志是清朝入关定鼎后首次号召全国各地修志书

以示国家正统，因此其体例、内容较于前志均有所差别，既吸纳了前志“体要、简言、详覆”等优点，又对前

志中疏误之处进行考证订讹①。现据是书所记屯溪乡都图村绘制表4。

表4 康熙县志所载乡都村落表

乡

黎 阳

西乡

黎 阳

东乡

由 山

东乡

由 山

西乡

合计

都

十四都

十五都

十六都

二十一都

十八都

二十二都

二十三都

十七都

二十四都

二十五都

村

石砘、居安、约山、隐冲、梅林、潜阜、竹林、北村、古楼、厚村、方山、佘家坞

新屯、资口

溪东、草市、屯溪、率口、富上、沙园、由坑、坑口、黄石、唐霞、钓桐涧、洪田

太塘、藏溪、兖山、榆村、塘尾、占田、兖山渠

隆阜、博村、油潭、黎阳、叶祈、闵口、奕淇、高枧、珠里

雁塘、汪唐关、洋湖、瑶干、瑶溪

商山、新渡、浯田、荪田

流塘、汪祈、林塘、合干、溪边村、易村、山头、江村

石佛、古塘、芳干、浮潭、霞阜、黄村、里坞充、高堨

西干、钟泽、环谷、溪头、洪方、会里、朱村

村数

12

2

12

7

9

5

4

8

8

7

74

图数

11

6

8

5

12

8

9

7

7

7

80

资料来源：康熙《休宁县志》卷1《隅都》。

从康熙县志的记载来看，村数较《休宁名族志》略少6个，较万历《休宁县志》多出9个，图则沿袭万历

《休宁县志》没有变化。可见在明后期至清前中期这一段时期内，屯溪村落亦受鼎革影响，但整体影响不

大。明代中后期徽州地区多受兵扰匪祸，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未能完全隔绝外界环境变化带来的搅扰，

“徽州以明末最富厚，遭兵火之余渐逐萧条，今仍不及前之（明末）十一”②。但崇山峻岭亦为天然的保护

屏障，如嘉靖三十四年（1556）“倭寇入绩溪”，而休宁民众“相惊倭至”，“城居者避入山林”③。再者，徽人

崇尚聚族而居，“十民九居乡间”，自晋唐来“一姓相继，百世不迁，海内独有”，故徽州相对平稳地度过了

政权交替，王朝更迭带来的波动逐渐消融于乡土之中。况且从徽州归附清廷至康熙三十二年县志修成，

毕竟已承平二十余年，业已有所恢复，故而此时屯溪村落数量较明后期呈现出稳中略降的态势。据上分

析绘制更直观展现康熙时屯溪村落的空间分布图（见图2）。

自康熙中后期以降，清政府外患渐弥，内乱渐止，社会生产迅速恢复。徽州更是如此，徽商汇聚了大

量社会财富，是徽州社会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长期繁荣的重要物质保障④；随着乾嘉学派的兴起，戴震

等徽州学人的思想一度引领全国潮流⑤，徽州传统社会在清中叶攀至发展顶峰。在这种背景下，屯溪村

落在原有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尤其体现在官修志书记载的村庄数量上。万历《休宁县志》记屯溪村落

65个，少于同期修撰的《休宁名族志》的80个，在明清鼎革动乱的影响下，康熙县志中仍记有74个村落，

而道光县志记村落则达到了144个。从村庄数量猛增的景况来说，至道光时屯溪村落已发展到较高水

平（见表5）。

①刘道胜：《徽州旧志研究》，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②［清］丁廷楗修，赵吉士撰：《徽州府志》，《中国方志丛书》第237号，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第441页。

③［清］廖腾煃修，汪晋徵撰：《休宁县志》，《中国方志丛书》第90号，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160页。

④张海鹏、王廷元：《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7页。

⑤周晓光：《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地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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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康熙三十二年屯溪村落分布示意图（底图来自2012年版《黄山市屯溪区志》中附图）

表5 道光县志所载的乡都村落

乡

黎阳

西乡

黎阳

东乡

由山

东乡

由山

西乡

合计

都

十四都

十五都

十六都

二十

一都

十八都

二十

二都

二十

三都

十七都

二十

四都

二十

五都

村

石砘、居安、约山、隐冲、梅林（有渡）、潜阜、竹林、北村、古楼、
厚村、方山、东湖、景川、佘家坞

新屯、资口、东干、仙人林、洋坑、程子塘、石牌头、上坦

溪东、草市、屯溪、率口、长干塝、富上、沙园、由坑（尤溪）、坑
口、黄石、唐霞、钓桐滩、湖边、社屋前

太塘、藏溪、兖山渠、榆村、塘尾、詹田、富昨、白际、望岭山、小
姑潭、腾紫关、桃梅

隆阜、博村、由潭、黎阳、叶祁、闵口、高枧、珠里、茅山、孙打
鱼、汪百祥、霞山

雁塘、傍霞、孝敬、闵口、坊口、合阳、洋湖、汪塘干、朱村、榆
伦、牡丹花

商山、新渡、浯田、荪田、几山头、里村、沾源、木充、张边、溪
西、小贺、苦竹田、长干、首源、邵家村、下坞

流塘、汪祁、林塘、合干、溪边村（蟾溪）、易村、江村、上黄、余
麻塘、郁源、南干店、西充、蜈公岭、前山、朱村、寺前金、泉水

塘、檡林
石佛、古塘、芳干、浮潭、霞阜、黄村、里坞充、高堨、星洲、燕
塘、钗坑、洪家山、巴家坞、西岸、溪洲、大路、井巷、渔滩、里

田、西坑、林田

西干、钟泽、环谷、溪头、洪方、会里、朱村、杨村、瑶溪、长岭、
巴塘、巴方、东邱、下庄、瑶干、屏峰山、山下湖、许村

村

数

14

8

14

12

12

11

16

18

21

18

144

增量

较1626

1

4

6

5

1

8

11

7

11

10

64

较1693

2

6

2

5

3

6

12

10

13

11

70

新村

占比

14.3%

62.5%

14.3%

41.7%

33.3%

72.7%

75.0%

61.1%

52.3%

50%

资料来源：道光《休宁县志》卷1《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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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时屯溪村落数量几乎倍于前志，较1626年的《休宁名族志》增加了64个，较1693年的康熙县志

增加了70个，而《休宁名族志》与康熙县志的村落数大致相同，故其迅猛增长集中于1693—1823年即清

前中期这百三十年间。从屯溪全域来看，《休宁名族志》中所记80个村落，有14个村落未见于康熙县志，

11个村落未见于道光县志，故1626至1693年屯溪村落存有率为82.5%，至1823年村落存有率不降反升

为 86.25%；康熙县志中的 74 个村落未见于道光县志的仅 3 个，故 1693 至 1823 年村落存有率高达

95.95%。细究各都村落增量，以二十三都、二十四都、二十五都村落增长数目最大，均在10个以上，十五

都、十七都、二十一都、二十二都等村落增量亦较大，均在5~9个。这些增量中并非全为前志未载，从

1823年道光县志中各都新出现的村落数量和全都村数的比值来看，十五都、二十二都、十七都、二十三

都、二十四都等近乎均在60%以上，十八都、二十一都、二十五都在30%~40%之间，十四都和十六都均

在30%之下。这表明该段时期内，十五都等新生村落较多，村落发展最快，而十八都约三分之一为新

村，发展亦较快，十六都等新村最少，村落变迁最为稳定。综观屯溪村落的存有率、各都增量及新村占比

等数据，在全区村落存有率较高的情况下，村落增量较大、新村占比较高的都相对集中于山丘地带，特别

是屯溪西部、西南的低山丘陵地区（见图3）。

图3 道光三年屯溪村落分布示意图（底图来自2012年版《黄山市屯溪区志》中附图）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出1626—1823年近二百年间屯溪村落变迁的些许特征：首先，屯溪村落整体处

于稳定存续、不断发展的态势，村落空间不断向山丘地带拓展，尤其是1693年后，村落发展愈加稳定的

同时发展速度明显提升。而山区村落发展并非是粗暴开发而形成的居民点，其发展具有一定质量，如二

十四都的孚潭村乾隆年间修了村志。其次，屯溪村落发展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村落变迁主要集中在低

山丘陵地带，其变动性寓于稳定性之中。再者，屯溪区域开发与村落发展辩证统一，区域开发侧重体现

生产空间的变化，是聚落产生与发展核心动力之一，而“稍筑室宅，遂成聚落”①，聚落作为人口重要的居

住场所，是生活空间的集合，二者共同构成了人口的生存空间。要言之，清前中期屯溪村落空间演变脉

络可大致总结为，从相对宜居的河谷盆地向相对不宜居的山丘地带拓展，尤其是低山丘陵地带。至道光

三年（1823），屯溪村落的空间分布既呈现出以河谷盆地、低山丘陵、高丘陵群为主要地形差异的阶梯状

①［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十九《沟洫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6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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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又呈现出以河流为主线向外发散的带状分布形态，这与明后期屯溪村落密于河谷疏于山丘的空间

分布态势具有较大差异。

那么，这一时期屯溪地区不同环境下以水利设施为代表的区域开发模式对其村落空间形态具有什

么样的影响呢？面对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人类生产活动的差异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生产空间，亦由此对

其村落空间形态产生不同的影响。当清前中期屯溪地区人口的生存空间随着区域开发的深入而拓展

时，聚落空间相应的也会有所变化，前述隆阜村、孚潭村大体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聚居于隆阜的戴氏族

人，身处横江水畔地势较为平缓的河谷盆地，积极投身于公共水利事业，取得了地方水利社会中的优势

地位，掌握了相对优渥的生产资源，为宗族人口持续增长提供了重要条件。开阔的河谷地带也为戴氏族

人提供了相对广阔的生存空间，在传统村落居住条件下，其村居屋舍整体上多以相对扁平的样式展开，

这一点无论是在明末的《隆阜村居图》①还是民国时期的《屯溪五乡镇图》②中，体现得都较为明显，前者中

隆阜的村落形态明显呈现出沿江团条状的分布态势，后者亦大抵如此。而这一村落空间分布形态直至

现当代依然如此，大体未有变化。反观孚潭村则与隆阜村不同，其水利设施以塘为主，依塘辟田是其主

要农业生产方式，但为节约土地资源，人口居住空间一般不会随着生产空间的开拓而随意转移，因此在

《孚潭志》的“村图”③中，孚潭村落形态呈现出明显的点团状分布态势。但塘及田作为生产空间的重要一

环，其数量的增加和面积的扩大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生存空间的开拓，当然其亦为村落空间范围扩展的重

要象征。值得注意的是，当宗族人口向山丘开塘垦田时，村落空间向山区拓展，由于塘、田的产权明确其

空间边界也是相对清晰的，而当公共资源譬如自然水体也成为村落生产空间的一部分时，其公共属性往

往会造成相邻村落空间边界的相对复杂。这一点早在明代便已有体现，如万历四十年（1621）孚潭许氏

因率水一处河段的水权与洪方汪氏引发诉讼争端便是一例。事件起因是汪氏在许氏业渔之率水河段引

水浇田，并报备县府“升科”计入汪氏“文昌户”内，但许氏自明初便科业于此，产权清晰，汪氏所为一定程

度上侵占了许氏之水权。经诉讼后，官方认定双方纠纷河段为“官河”，在“汪氏田亩升科合法”“许氏祖

传佥业不失”前提下，裁决双方“各纳各税，息讼无争”④。两村纠纷、分割水权既是水权利益之争，也是规

定村落空间边界的重要行为。徽人遇事纷争多以宗族协调解决，不决则讼之官府，在人口持续增加、人

地关系更为紧张的清前中期，这种情境发生的几率更是可以想见。就此而言，在相对有限的范围内，山

丘地带村落空间的扩展不但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还与社会人文环境息息相关，其形态往往是村际、族

际不断摩擦和妥协的结果。一言以蔽之，清前中期屯溪地区村落空间形态是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地理

环境交融影响的结果。

余 论

明中叶至清前中期，新作物的引进和种植、税收政策的调整和实施等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人口

数量大为增加。繁华富饶的江南地区是人口聚集的重要区域，而传统政治经济体系下的“隙地”、王朝疆

域内的“化外之区”，也成为人口流动的重要去向，这些“内地的边缘”区域因其“相对不可控”的特性往往

是动乱和新思潮的源地⑤。宋代的徽州便颇具这类特征，其既是方腊起义的主要策源地，也是朱子理学

形成、传播的重要区域。在经过元明数百年的发展之后，明清时的徽州已为“东南邹鲁”“天下富州”，但

①黄山市屯溪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黄山市屯溪区志》，方志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70页。

②黄山市屯溪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黄山市屯溪区志》，第55页。

③［清］许显祖：《孚潭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27，第271页。

④阿风：《明代大造黄册与水权诉讼——以〈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三年休宁县升科水利河税事抄招〉为中心》，《安徽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⑤鲁西奇：《内地的边缘：传统中国内部的“化外之区”》，《学术月刊》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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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域内的“边缘、隙地”依然存在，成为清前中期地域开发的重点区域。至明代屯溪河谷盆地的开发已近

完备，清前中期盆地周边的山丘地带成为人口的重要流向地，大量水利设施的修建极大地改善了山丘地

带的生存条件，这既是山丘地带不断得到开发的重要体现，也为山区人口的聚集和增长奠定了重要基

础。与之相对应的是，生存空间向山区拓展亦引起了屯溪地区村落空间分布的变化，明后期屯溪地区村

落密于河谷、疏于山区的分布态势至清前中期发生了重要改变。康熙至道光时期，屯溪村落的空间分布

较为迅速地向山丘地带拓展，并展现出愈加快速、稳定的发展态势。至道光时，屯溪村落整体分布呈现

出相对密集的阶梯式分布，即河谷盆地、低山丘陵和高丘陵三个类近圈层状的阶梯分布，但又相对集中

分布于大溪沿岸，呈现出条带状的分布态势。可以说，屯溪村落分布在该时段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和鲜

明的层次性。

综上所言，我们不难看出，地形地貌与水文环境是历史时期屯溪村落空间分布演变的基础，人口的

流动是村落空间分布变化的主要因素，而不同环境下的水利行为对村落空间形态及其分布则有着重要

影响。明清易代，在本地人口快速增长和外来人口持续迁入的双重压力下，“并力作于山”对于缓解日益

紧张的人地矛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由水而陆、由平地而山区，依次寻求生存空间的拓展依然是南中国

移民地区区域社会演变的重要历史逻辑，也正是这种历史变迁在不同地域的持续演进，才填补了一个个

“隙地”，由此构成了传统中国不同层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而作为对“隙地”不断填充的乡村聚落则

为我们考察地域社会变迁提供了重要视角。

（责任编辑：李良木）

（上接第47页）

结 语

2014年的浮选结果显示，河泊所遗址从商周时期开始就存在农作物的利用，种类包括小麦、稻、粟、

黍、大豆和赤豆等六种。其中稻、小麦和粟是主要的农作物种类，黍、大豆和赤豆构成了重要的补充，这

种作物结构一直延续至春秋时期。基于遗址出土炭化作物遗存、杂草种子，以及地理环境的分析，我们

认为河泊所遗址发现的农作物应该是本地种植的。结合光坟头和学山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来看，石寨

山文化时期滇池地区已经形成了小麦、稻、粟、黍、大豆及大麦等多种农作物的种植，并且小麦、稻和粟是

主要的农作物种类，这是文化发展的共性所致。同时，三种主要作物的重要性存在区域和遗址间的些许

差异，即河泊所遗址明显以稻的种植为优势，而学山和光坟头遗址则以小麦为优势。这种差异可能是遗

址周边不同的环境、地貌造成的，同时也可能受到了遗址性质和不同人群食物偏好的影响。

[本文为“石寨山古墓群2014～2018年考古工作计划”（文物保函[2014]2077号）阶段性成果。感

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的杨金刚先生在种子鉴定方面给予的无私帮助，以及审稿专家

和编辑部老师的宝贵建议，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徐定懿，黎海明）

􀤷􀤷􀤷􀤷􀤷􀤷􀤷􀤷􀤷􀤷􀤷􀤷􀤷􀤷􀤷􀤷􀤷􀤷􀤷􀤷􀤷􀤷􀤷􀤷􀤷􀤷􀤷􀤷􀤷􀤷􀤷􀤷􀤷􀤷􀤷􀤷􀤷􀤷􀤷􀤷􀤷􀤷􀤷􀤷

2021.2

-- 102


